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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给管制与城市住房用地供给错配
——基于2009—2015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严金海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研究目的：分析政府土地供给管制行为对城市住房用地供给错配的影响。研究方法：从土地供应中地方动机、
中央规制与市场力量相互动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并基于 2009 — 2015 年 105 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
实证检验。研究结果：（1）城市商住用地供应受地方财政赤字压力的影响，在具备高房价支撑基础的城市，地方采取
“饥饿式”供地策略实现其土地财政目标，反之，则通过扩大土地供应量来实现增收目标。（2）在地方差异化供地策略
的实施下，偏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的新增建设用地配额正向影响城市商住用地出让规模，未考虑城市异质性的住房用
地供应调控政策在地方遭遇机会主义执行。研究结论：土地供应错配根源于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基于不同市场条件
的差异化供地策略的运用；中央地区偏向的土地配额管理和“一刀切”的土地供应调控亦带来住房用地供给错配的意
外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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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历十余年的快速扩张与繁荣发展之后，中国城
市土地和住房市场于“十二五”中后期进入城市间分
化发展日益突出的新阶段。当前三、四线城市去库存
任务艰巨与一、二线城市房价调控压力持续不减的鲜
明反差，折射出住房用地供应过量与供应不足两种不
同的供需失衡状态。如图 1 所示，2009 — 2013 年商品
住房用地供应量在一线、二线和其余城市①分别呈现减
少、略有增加和大幅增加的不同变化。2009—2015年
累计土地供应与住房销售面积之比②在一线、二线和
其余城市分别为 0.34、0.64 和 1.01。土地供应在城市
间的差异化增长与人口流向存在明显背离。与 2009
年相比，2015 年在人口主要流入地的一线和二线城市
商住用地供应占全国之比分别下降 0.83 和 2.97 个百
分点，而在一、二线以外的城市则提高了 3.80 个百分
点，由此反映出城市住房用地供应在不同等级城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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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二线城市包括其余 31 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不含拉萨市），其余城市归为一、二线以外的城市。
②商品住房用地供应和住房销售面积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分析未考虑容积率。
按照朱道林和徐思超 [1] 住宅用地平均容积率为 1.7 的抽样统计结果，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土地供应不足与三、四线城市土地供应过量的总体判断依然成立。
间存在空间错配。
现有文献对中国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行为逻辑
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鲜有直接针对住房用地供给错
图1 2009—2015年中国三类城市商品住房用地 
供应面积情况
Fig.1  Commercialized residential land supply area across 
city tier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5
注：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面积包括普通商品住房和高档住宅用地，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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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这一问题的系统分析。已有研究均认同土地收益
最大化是地方政府商住用地出让行为的基本逻辑 [2]。
依此逻辑，一些研究认为，地方政府会利用垄断地位
采取“饿地策略”来供应商住用地 [3-4]。显然，这一论
断无法解释地方行为差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的土地
供应过量 [1]。Deng 等率先使用 2003 — 2010 年 35 个
大中城市数据，检验发现财政支出与收入之比的提高
会刺激地方增加商住用地出让面积 [5]。郑思齐等 [6] 和
刘洪玉、姜沛言 [7] 从供给弹性的角度研究发现，地方
财政对土地出让金依赖程度越高，城市土地供给弹性
越大。不过，上述研究仍主要从地方行为的一方来分
析，未考虑中央政策的影响。近期孙世然等 [8]、Wang
和 Hui [9] 分析发现地方行为面临中央房地产调控的政
治压力的约束，但是尚未进一步考虑中央政策在地方
遇到的差异化执行。综上，已有文献为理解地方土地
供应行为的逻辑出发点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分析不
同时空情境下地方行为的差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但是，现有发现还不足以对城市住房用地供应为什么
会出现错配这一问题给出系统解释。
中国城市土地供给既受制于企业化的地方政府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的工具化使用 [10]，也受到中央高
度集权式的土地配额管理 [11] 和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 [12]
的规制。本文拟基于市场异质性的基本特征，从土地
供应中地方动机、中央规制与市场力量相互动的政治
经济学角度，应用中国 105 个主要城市 2009 — 2015 年
的面板数据，研究土地供给管制中的地方行为与中央
政策如何共同影响了不同类别城市的土地供应配置，
为近年来较为突出的住房用地资源供给错配现象寻找 
解释。
2　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
2.1	地方行为激励与差别化供地策略
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受到财政收
入与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 [13]。伴随土地与住房制度
的市场化改革，21 世纪初以来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以
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为依托的快速城市化与经济增
长模式 [14]。城市土地收益对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从
2001 年的 0.17∶1 持续上升到 2010 年的 0.74∶1，在
2016 年回落到 0.43∶1 ①。土地出让收入主要源于经
营性商、住用地的招拍挂出让。2005 — 2016 年间累
计占供地总量不到 25% 的经营性商、住用地出让收益
占全部土地收益的 86%，其中，占供地总量 15% 的经
营性住宅用地出让收益占土地总收益的 60.5%②。
基于商住用地出让收益在土地财政中的基础性
地位，面临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必然要在商住用地供
应上“好好经营”，以实现土地收入的最大化。城市土
地供应的政府完全垄断和高度竞争性的土地招拍挂
出让机制为地方政府根据市场条件选择合适的量价
组合策略实现其土地财政目标提供了制度基础。“少
供、高价”和“多供、低价”是两种不同的土地供给策
略 [8]，其选择取决于城市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基础
是否具备支撑高房价的条件。如果城市拥有支撑高
房价的经济基本面基础，那么采取“饥饿式”供地策略
对城市政府来说无疑是成本低、收益高的最优选择；
反之，采取“多供、低价”的供地策略是最好的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 1：城市商住用地供应受到地方财政赤字压
力的影响，在具备高房价支撑基础的城市，地方采取
饥饿式供地策略实现其土地财政目标，反之，则采取
“多供、低价”供地策略。
2.2	中央新增土地配额对地方供地行为的限制
在土地供应的中央 — 地方分权关系中，地方供
地行为受到中央集权式管理的用地指标约束 [11，15]。
出于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考
虑，中央实行了偏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的差别化用地
管理政策。东部地区农用地转用面积占全国之比从
1999 年的 47.14% 持续下降为 2014 年的 26.58%③。这
使得人口大量流入的一、二线城市面临着严格的用地
指标控制 [16-17]，而人口增长缓慢乃至净外流的经济欠
发达地区却在用地指标上获得中央支持。
对于一、二线城市，在优先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的
供地政策导向下，用地指标越少，可安排用于商品住宅
的土地供应量就越少。对于三、四线城市，宽松的用地
指标约束为其同时采取以地引资的工业用地出让策略
和“多供、低价”的商住用地供应策略提供了条件。用
①土地出让收入 2001 年为合同价款数，2010、2016 年为缴入国库数，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和财政部《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
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数据来源于财政部《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决算表》。
②土地供应总面积和价款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和《2016 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商服和商品住宅用地出让面积和价款数据 2008 年以
前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 年起来源于原国土资源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网（http://www.landchina.com）。
③农用地转用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0 年）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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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标越多，其可向市场供应的商住用地量就越大。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对全国城镇存量用地现状调查数据
的分析，2009—2016年中国城镇住宅用地增长呈现出
“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的特征①。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 2：地方城市商住用地出让规模与自上而下
分配得到的用地指标正相关。
2.3	中央住房用地供应调控与地方的机会主义执行
随着经济治理的分权，地方政府逐渐成为拥有较
为独立利益的主体。作为住房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
之一，中央对地方供地行为的规制面临着因央 — 地
利益不一致而引起的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 [18]。由于
市场的高度异质性，倘若中央政策采取“一刀切”的规
制方式，那么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执行会表现得尤为
突出。2010 — 2013 年中央住房用地供应调控要求各
城市住房用地供应量不得低于过去二年或五年的平
均供应量，具有典型的“一刀切”特征。该规制虽然符
合地价、房价过快上涨的经济发达城市的调控需要，
但是却与其采取的“饥饿式”供地策略不相吻合，从而
易遭到抵触；与此相反，该政策与经济欠发达城市采
取的“多供”策略相契合，从而会得到积极乃至过度执
行。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待检验假说：
假说 3：中央政府“一刀切”的土地供应调控政策
会遭遇地方城市政府的机会主义执行。
3　经验模型、数据及识别策略
3.1	计量模型与识别策略
为检验地方土地财政动机和中央土地规制政策
对城市住房用地供应规模的影响，建立如下面板计量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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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lnLSi,t 是 i 城市第 t 年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面积
的对数值；DFi,t-1 是 i 城市第 t-1 年财政缺口压力；CRi
表示城市 i 是否具备支撑高房价的基础；lnLQi,t-1 表示
i 城市第 t-1 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对数值。本文采
取双重差分的思路来检验假说 3。2011 年国务院要求
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的城市
必须实施住房限购措施。通过比较限购政策实施前
后两组城市平均供地规模的变化，可以判断地方政府
是否对中央土地调控政策做出了机会主义的响应。
如果中央政策在各地方得到一致的执行，那么在实施
与未实施限购政策的两组城市之间，限购政策实施前
后供地面积的平均变化应无显著差异。在式（1）中，
DCi 和 DCt 分别表示是否实施住房限购措施的城市和
时间虚拟变量，两者的交互项 DCi×DCt 前的系数是
双重差分估计量，即限购政策实施组与未实施组供地
面积的平均变化之差。
三个假说的检验方法分别为：如果 DFi, t-1 的系数
α1 显著为正，DFi,t-1×CRi 的系数 α2 显著为负，假说 1 得
到检验；如果 lnLQi,t-1 的系数 α3 显著为正，假说 2 得到
检验；如果 DCi×DCt 的系数 α4 显著为负，假说 3 得到
检验。
为得到假说 1 更可靠的检验结果，使用 Hansen
（2000）[19] 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以严格的统计推断方
法对门限值进行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在式（1）的基
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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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lnHPi,t-1 为滞后一期的房价水平对数值，是
门槛变量；γ 为带估计的门限值。如果统计检验表明
存在门槛效应，那么当 lnHPi,t-1 小于等于门限值时，
DFi,t-1 对因变量的影响为 β1，当 lnHPi,t-1 大于门限值时，
影响为 β2。
参考已有文献 [6-8]，对可能影响住房用地供应规
模的三组其他因素 Xi,t 进行控制，包括社会人口因素
（人口和居民收入）、经济发展因素（人均 GDP 和产业
结构）和土地市场因素（地价和供地结构）。此外，模
型还加入城市固定效应 μi 和年份固定效应 vt，以控制
城市个体特征和共同时间趋势的影响。因此，遗漏变
量偏误问题得到规避。同时，为克服可能的反向因果
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模型对财政缺口压力、新增
用地指标以及地价均采取滞后一期的形式，并用两个
历史变量和一个客观变量测量“城市是否具备支撑高
房价的基础”。
3.2	变量与数据
限于数据可得性，使用 2009 — 2015 年原国土
①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全国城镇土地利用数据汇总成果》，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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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部 105 个重点监测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 
析①。土地供应面积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
鉴》，居住用地价格来源于原国土资源部地价动态监
测网（http://www.landvalue.com.cn）。城市经济和社会
人口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
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因变量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面积用普通商品住房
和别墅用地供应面积之和测量。
核心自变量测度如下：（1）财政缺口压力，用预
算内财政支出减去财政收入的余额除以 GDP 表示；
（2）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参考陆铭等 [16] 的做法，用人
均建设用地审批面积测量；（3）某城市是否具备支撑
高房价的基础，分别用 2008 年房价水平、2000 — 2010
年城镇人口增幅以及 35 个大中城市虚拟变量测量； 
（4）限购城市虚拟变量，采取限购措施的城市取值为1，
否则为 0；（5）限购时间虚拟变量，2011 — 2014 年取值
为 1，其他年份为 0。
控制变量测度如下：（1）人口，用城市户籍人口
测量，并使用城市常住人口进行稳健性检验；（2）居
民收入，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测量；（3）经济发
展水平，用人均 GDP 表示；（4）产业结构，用第二产值
除以第三产值衡量；（5）地价，用城市住宅用地监测
地价水平表示；（6）供地结构，用工业用地供应面积
占供地总面积之比表示。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双重差分方法要求
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按是否实施住房限购政策对城市进行分类后，图 2 表
明，实施限购组和未实施限购组在 2009 年和 2010 年
变化趋势相同，满足双重差分法的要求。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面积 443.52 441.32 3.10 4 221.01 
土地价格 3 319.33 4 654.22 194.00 46 426.00 
财政缺口压力 5.41 4.82 -1.07 34.48 
人均土地审批面积 0.445 1 0.302 3 0.019 6 2.413 9 
人均 GDP 46 411.93 23 712.56 10 962.00 131 651.70
二三产业比值 1.32 0.59 0.25 5.71 
户籍人口 5 504.74 3 966.28 1 026.50 33 752.00 
常住人口 5 935.03 4 219.03 504.00 30 165.50
职工平均工资 39 858.29 12 837.87 12 116.04 103 400.40
限购城市虚拟 0.38 0.49 0.00 1.00 
限购时间虚拟 0.57 0.50 0.00 1.00 
商品住房价格 5 113.16 3 220.54 1 317.30 24 040.00 
2008 年商品住房价格 3 480.85 2 089.89 1 317.30 12 823.00 
2000 — 2010 年城镇人口增幅 1.99 2.29 -4.97 12.18 
工业用地供应面积占比 0.55 0.35 0.00 6.72 
注：所有名义变量均以 2009 年为基期消除通胀影响。
4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4.1	基本回归结果
表 2 是计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1）、（2）和
（3）列分别采用不同方式测量“是否具备高房价支撑
① 105 个城市包括 4 个一线、31 个二线和 70 个三、四线城市。
图2 实施限购与未实施限购两类城市平均商品住房 
用地供应面积
Fig.2  The average area of commercialized residential 
land supply in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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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主要变量的估计系数没有明显差异，说明模型
结果很稳健。首先，滞后一期财政缺口压力的系数显
著为正，财政缺口压力与“是否具备高房价支撑基础”
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城市更具备支撑高
房价的基础，财政缺口压力对商住用地供应规模的影
响从正向逐渐变为负向。这意味着，在不具备高房价
支撑基础的三、四线城市，政府采取“多供”策略来获
得更多的土地出让收入，而在具备高房价支撑基础的
一、二线城市，政府采取“饥饿式”供地策略实现其土
地财政目标。以第（3）列为例，在 35 个大中城市，如
果财政缺口压力增加 1 个百分点，那么来年商住用地
供应面积会平均减少 7%，而在三、四线城市则会平均
增加 2.7%。这应证了假说 1 的内容。
其二，滞后一期人均建设用地审批面积的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稳定在 0.21。这意味着，如果
一个城市获批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1%，那么在
下一年该市商品住房用地供应规模有望增加 0.21%。
这表明地方政府居住用地供应行为受到中央用地配
额管理的约束。假说 2 得到支持。在样本城市中，4
个一线城市的人均用地指标均值不及全部城市平均
水平的一半，且在样本期持续减少，这部分解释了这
些城市土地供应不断减少的原因；70 个三、四线城市
土地审批面积在 2008 — 2011 年年均增长 23%，这提
供了这些城市土地供应大幅增加的部分解释。
其三，限购城市虚拟与限购时间虚拟交互项的系
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稳定在 -0.17 左右，这说
明与未采取限购措施的三、四线城市相比，在实施限
购政策的一、二线城市，政策实施后商品住房用地供
应面积的平均增加要低 18.53%。也就是说，面对中央
统一的要求增加供地规模的住房用地调控政策，在限
购政策实施后，一、二线城市政府相对减少了供地规
模以响应限购政策实施引起的市场需求变化。由此，
假说 3 得到检验。
此外，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都符合预期，与
已有文献结论 [6-8] 一致。随着城市人均 GDP 和职工工
资水平的增加，地方住房用地供应规模增加。工业用
地比重的提高会减少住房用地供应规模，这佐证了已
有文献中地方政府采取工业用地优先的供地策略的
观点 [3-4]。
4.2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表 3 和表 4 分别报告了面板门槛模型似然比检验
和回归结果。根据表 3 的第（1）行，以滞后一期房价水
表2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Tab.2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fixed-effect model
变量 （1） （2） （3）
滞后一期土地价格 0.30***（0.066） 0.28***（0.062） 0.305***（0.053） 
滞后一期财政缺口压力 1.37***（0.309） 0.038***（0.007） 0.027**（0.010）
滞后一期财政缺口压力 ×2008 年住房价格 -0.18***（0.041） 
滞后一期财政缺口压力 ×2000 — 2010 年城镇人口增幅 -0.134***（0.026）
滞后一期财政缺口压力 × 是否 35 个大中城市虚拟 -0.097*（0.051）
滞后一期人均建设用地审批面积 0.215**（0.076） 0.208**（0.072） 0.210**（0.071）
限购城市虚拟 × 限购时间虚拟 -0.155***（0.047） -0.187***（0.055） -0.171***（0.047）
人均 GDP 0.83***（0.176） 0.84***（0.165） 0.87***（0.174） 
二三产业比值 0.05（0.054） 0.03（0.052） 0.01（0.048） 
户籍人口 1.18（0.687） 1.189（0.682） 1.16（0.727） 
职工平均工资 0.578**（0.248） 0.545**（0.200） 0.618**（0.220） 
工业用地供应面积占比 -0.354**（0.151） -0.337**（0.150） -0.341**（0.150）
常数项 -20.97**（6.952） -20.97**（6.952） -21.91**（7.523）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Within group R2 0.367 2 0.351 6 0.349 4
观察值 728 732 732
城市数 104 105 105
注：（1）***、*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 Drisc/Kraay 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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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为门限变量，门限效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根据
表 4 的第（1）列，滞后一期财政缺口压力增加 1 个百分
点，对于房价水平低于门限值的城市，商住用地供应
面积将提高 3.4%，而在房价水平高于门限值的城市，
供地量则将减少 9.1%。该估计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
相一致。因此，面对财政缺口压力下的增收目标，一、
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政府所采取的土地出让策略
的确存在结构性差异，这再次应证了假说 1 的内容。
同样的，人均土地审批面积和双重差分交互项的系数
也都符合预期，并与固定效应模型相一致，这再次证
实了假说2和假说3的内容。除了滞后一期房价水平，
本文还用人均 GDP 作为门限变量进行了估计，表 4 中
的列（2）是其估计结果，与列（1）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4.3	稳健性检验①
（1）平行趋势假设检验与政策响应的动态异质
性。参照已有文献 [20]，采用反事实检验法，将限购政
策的实施时间人为提前 1 年，并将限购政策的影响进
行年度分解，重新设置限购时间与限购城市虚拟变量
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在限购政策实际实施前，
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自限购政策实际实施的第二年起，交互项的系数显著
为负，并不断变小，说明限购政策对一、二线城市政府
供地行为的影响是持久且逐渐加大的。
（2）住房用地供应和人口变量统计口径重新设
定。分别用包括保障性住房在内的全部住房用地面
积和城市常住人口作为住房用地供应量和人口变量
的测量，回归结果均显示，自变量的系数无显著变化，
实证结果很稳健。
4.4	对估计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上述研究发现有助于解释中国城市住房用地供
表3 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Tab.3  The results of threshold effect test
模型 门限数 RSS  MSE Fstat Prob Crit10 Crit5 Crit1
（1） 1 116.357 0 0.161 4 22.97 0.02 16.18 19.02 25.83
（2） 1 116.797 7 0.162 0 20.16 0.06 17.36 23.22 28.02
表4 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Tab.4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panel threshold model
变量 （1） （2）
滞后一期土地价格 0.294***（0.116） 0.370***（0.117）
滞后一期财政缺口压力（滞后一期房价小于等于门限值） 0.034**（0.016）
滞后一期财政缺口压力（滞后一期房价大于门限值） -0.091**（0.046） 
滞后一期财政缺口压力（人均 GDP 小于等于门限值） 0.034**（0.016）
滞后一期财政缺口压力（人均 GDP 大于门限值） -0.145***（0.046）
滞后一期人均土地审批面积 0.201***（0.041） 0.193***（0.408）
限购城市虚拟 × 限购时间虚拟 -0.156**（0.070） -0.146**（0.069）
人均 GDP 0.934***（0.176） 0.849***（0.299） 
二三产业比值 0.033（0.122） 0.068（0.122） 
户籍人口 1.024**（0.514） 0.959*（0.511） 
职工平均工资 0.558*（0.339） 0.531（0.336） 
工业用地供应面积占比 -0.328*** （0.056） -0.338**（0.055）
常数项 -20.97**（6.952） -20.32**（6.159）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Within group R2 0.354 3 0.363 6
观察值 728 728
城市数 104 104
注：（1）***、*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①由于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文中报告，如果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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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错配的形成逻辑。一方面，在地方财政高度依赖
土地出让收入的财政体制下，企业化的地方政府根
据本地市场是否具备高房价的支撑基础灵活选择不
同的商住用地供应策略实现其土地财政目标。在地
方官员短视行为的共同作用下，这必然引起两类城
市截然相反的住房用地供给错配结果：在一、二线城
市，“饥饿式”供地策略导致土地供应不足；在三、四
线城市，“多供、低价”供地策略引起土地供应过剩。
面对四万亿财政支出政策实施后财政赤字压力的显
著增加 [21]，2010 — 2013 年三、四线城市政府通过出让
更多的商住用地获得平衡预算赤字所需的收入，构
成这些地区住房用地供应过量的最为根本的财政动
因。另一方面，中央地区偏向的土地配额管理政策对
不同层级城市的土地供应形成松紧不一的约束，通
过地方差异化供地策略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带
来了城市住房用地资源空间错配的意外之果。与此
同时，中央要求地方增加供地规模的调控政策也在
地方的策略性应对下遭遇以一、二线城市消极响应
与三、四线城市过度执行为特征的地方机会主义执
行，从而带来土地供应错配风险加大的不利政策实施 
后果。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地方动机、中央规制与市场力量相互动的
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了土地供给管制中的地方行为
与中央政策对城市住房用地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
发现：（1）中国城市商住用地出让面积受到地方财政
赤字压力的显著影响。当城市具备高房价支撑基础
时，地方采取 “饥饿式”供地策略实现其土地财政目
标，反之，则采取“低价、多供”的供地策略。（2）在地
方差异化供地策略的实施下，偏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
的用地指标正向影响城市商住用地出让规模，未考虑
城市异质性的土地供应调控政策在地方遭遇机会主
义执行。分析表明，土地资源错配根源于土地财政激
励下地方政府基于市场条件的差异化供地策略的运
用，也与中央地区偏向的土地配额管理和“一刀切”的
土地供应调控密切相关。
本文研究发现对改革城市土地供给管制政策，减
少政府干预对资源配置的不利后果具有重要政策启
示。首先，为解决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所造成的住房
用地资源配置扭曲，长期而言，需改革政府垄断的土
地供应模式，建立居住用地多主体供应的市场机制，
同时推进以房地产税为核心的城乡统一土地房产税
制改革，实现政府行为模式从土地经营者向公共管理
者的转变；短期而言，应通过在政绩考核中加强市场
监管、资源利用、民生保障等方面履职情况的考评与
问责来约束地方政府的居住用地供给行为。其次，住
宅用地管理与调控要加强土地供应调控目标的分类
管理，明确各类调控目标执行情况的量化评价标准，
并对一、二线城市政府“饥饿式”供地和三、四线城市
政府过量供应土地的行为倾向给予重点关注。第三，
为防止并化解经济、人口与居住资源错配问题，有必
要适当调整偏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的用地配额管理
政策，在用地指标上对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予以倾斜
支持，实现土地供给与需求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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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s’ land supply regulation on  residential land 
misallo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s among local initiatives, central regulation and market 
forces. The panel data set of 105 major cities from 2009 to 2015 is used to conduct the empirical stud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urban commercialized residential land supply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local fiscal deficit pressure. The 
strategy of hunger land supply would be adop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to maximize land revenue when there is a sound 
basis for high housing price. Otherwise the tactics of large-scale land supply at low price would be preferred. 2) The top-
down allocated land quota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urban housing land supply amount. The central land regulation 
without considering regional heterogeneity encounters the opportunistic implementation at local lev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sidential land misallocation is rooted in the differential land supply strategie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dopted based 
on local market conditions in the pursuit of land revenue; both the central-region-biased land quota and one-size-fits-
all land regulation policies have side-effects on land mis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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